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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环境、企业所有权
与连锁网络断裂∗

杨张博　 高雅婷

提要:本文研究制度环境变化如何导致组织网络关系断裂。 本文基于

3764 家公司 18020 名独立董事的追踪数据,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模型和因果

网络估计方法研究发现,在教育部 2015 年高校独立董事兼任政策实施后,
企业网络断裂存在产权和空间双重异质性。 国有股份占比越高,企业连锁

关系断裂越多,结构洞位置受冲击越大;距离政策出台地越远,连锁网络断

裂的所有权差异越小。 其原因在于,不同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压力以及政策

执行力度不同。 基于关系形成、断裂、重构的演化过程,本文提炼了制度对

网络断裂影响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独立董事网络　 制度环境变化　 企业所有权　 网络断裂

一、引　 言

社会学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制度和网络的讨论。 韦伯对官僚制度合理

性和效率的研究中包含着制度如何塑造社会关系的思考(韦伯,2019)。 布尔迪

厄强调制度如何在不同社会领域内塑造网络结构(布尔迪厄,2015)。 格兰诺维

特(Mark Granovetter)认为“经济行动……深深嵌入于持续的社会关系之中”
(Granovetter,1985:482),揭示了经济制度如何与社会网络相互作用。

在制度变迁背景下,组织网络演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网络的形成、断裂

和重构,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内部资源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陈宗仕、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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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Marwell et al.,2020)。 新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制度对行动者回报和策略选择

的重要性(Williamson,2000)。 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不断互动使得组织处于动态的

制度化过程中 ( Selznick,1984 ),组织网络演化也嵌入在特定制度环境中

(Granovetter,1985),制度既为网络行动者提供机会,也带来约束(马磊,2014)。
制度和网络之间的共演和互构是一个复杂议题,如何对其进行因果机制分析,在
理论和方法上都面临挑战(李林倬,2014;Aggarwal et al.,2020)。

组织网络演化的本质在于关系状态的变化,可以从两个关键过程即关系形

成(formation)和关系断裂(dissolution) (Chen et al.,2022)着手展开研究。 关于

关系形成的研究较为丰硕,聚焦于分析何种原因导致关系缔结,常基于监督控

制、资源依赖、金融控制、地理空间等理论视角进行讨论(Mizruchi,1996;马磊,
2014,2016)。 关于关系断裂的研究则较为匮乏,多是基于国外数据和描述性方

法研究战争、董事退休、死亡或者辞职等不可控事件所导致的关系解体或破裂

(Ornstein,1984;Caiazza & Simoni,2019),这无疑难以全面刻画制度对网络演化

的影响机制。
本文选择企业独立董事网络作为分析对象,对组织网络断裂进行研究。 现

代企业治理秉承董事会中心主义,独立董事制度是其基本构件。 企业间广泛的

董事连锁关系构成资源和信息流通的网络(李林倬,2014;Yue,2016),是组织社

会学分析的焦点之一(马磊,2014;Mizruchi,1996)。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

中,独立董事的相关政策一直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随之变动。
例如,教育部 2015 年出台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

况专项检查的通知》(下文简称《通知》),这引起大量高校独立董事离职,继而引发

连锁关系断裂。 因此,本文聚焦于高校独立董事连锁关系,探讨《通知》出台这一

外部制度环境变化对组织网络断裂的影响,理论着眼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以往研究多从关系形成的角度分析网络演化,本文则从关系断裂视角

认识网络演化过程。 关系形成与断裂背后的因果机制存在差异,组织网络关系

缔结的原因并不一定是导致其断裂的原因。 关系形成是发生在没有关系的行动

者之间,而关系断裂是发生在已缔结关系的行动者之间。 关系形成是一个长期

过程,而关系断裂往往发生在短时间内(Zhang & King,2021)。
其次,本文以制度变迁为切入点,研究制度环境变化对组织网络断裂的作用

机制,并尝试构建分析框架来揭示制度变迁、企业产权、空间位置和网络演化之

间的联系。 组织具有制度同形性(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不同组织在制度环

境变化时面临着同样的合法性压力 ( Han,1994),制度同形的强制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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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aggio & Powell,1983)会导致组织关系断裂情况趋同。 然而,当考虑组织性

质时,这一理论预期可能会与现实偏离,如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使命和治理结

构,其制度嵌入性更强,面临的合法性压力更大(马磊,2016;李林倬,2014),因
而制度变化对国有企业关系断裂的影响可能更大。

最后,制度形塑组织的网络嵌入机会和结构价值,网络也影响组织的制度创

新能力(Chen et al.,2022),分析两者的协同演化需要在研究设计上仔细考量。
本文尝试超越静态组织网络分析框架和网络内生演化视角,基于追踪数据和连

续双重差分模型提供制度变化对网络断裂的因果估计。 同时,关系依赖性是网络

分析的基础,这使得网络数据很难满足样本独立条件,给相应的因果估计带来挑战

(An,2023)。 本文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等多种方法对

此问题进行控制,在因果网络(casual network)分析方面提供一种可行思路。

二、文献述评

(一)组织网络演化:关系形成与断裂

组织网络动力学关注网络演化,是社会网络分析中兴起的子领域之一

(Rivera et al.,2010)。 因数据所限,传统网络研究多使用截面数据,难以对网络

演化规律和理论机制进行深入挖掘,基于静态视角的研究结论也无法充分反映

现实中网络的变化(Brass,2022)。 网络演化的关键是关系状态的变化,包括关

系的形成和断裂(Ahuja et al.,2012;Chen et al.,2022)。 对组织网络演化的研究

可以从这两个关键环节着手,两者因果逻辑并不完全相同,促成关系建立的原因

与导致关系断裂的原因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Zhang & King,2021)。
研究者对于组织间关系缔结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 精英共谋理论

强调企业精英基于互惠的动机建立关系,事业推进理论聚焦于个人职业选择对

组织间关系形成的影响(Mizruchi,1996)。 资源依赖理论则认为企业需要依赖

连锁合作关系获取关键资源。 例如,岳庆媛(Lori Qingyuan Yue)通过分析 1907
年美国金融恐慌期间银行的资源获取策略,阐释了组织连锁关系的形成机制

(Yue,2016)。
社会网络和嵌入性理论强调关系形成与组织性质和网络结构有关。 有研究

指出,合作关系的构建呈现马太效应,联盟关系越多的企业越容易获取新联系

(Gulati & Gargiulo,1999)。 企业规模、资源稀缺性、技术能力和网络连接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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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影响关系的形成(Brass et al.,2004;马磊,2014)。 基于双边关系视角,研究

者发现潜在合作方的资源互补程度、资产专用性、技术距离、地理距离等也会影

响网络演化(Ahuja et al.,2012;Yang et al.,2022)。 在中国背景下,马磊发现连锁

关系在国有企业间更为常见,且与企业的行政层级相关;他特别强调了产权安排

和制度背景在形塑企业网络过程中的重要性(马磊,2016)。
相比之下,关于组织网络关系断裂的研究较少,而且散见于不同理论论述和

实证分析中,缺乏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宏观层面,组织风险研究主要关注

突发重大事件如战争等导致的组织网络断裂(Caiazza & Simoni,2019),例如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航空业网络的连接规则,核心企业为分散风险寻求建

立边缘连接,导致核心企业间的关系减少(Corbo et al.,2016)。 在微观层面,公
司治理研究重视分析高层管理人员变动、离职等自然事件导致的网络断裂现象

(Ornstein,1984;Aggarwal et al.,2020)。 组织间利益冲突也会导致合作终止,甚
至演变为诉讼(Offer,2021)。 现有研究指出,网络断裂普遍会降低企业绩效

(Chen et al.,2022)。

(二)制度环境变化与组织网络断裂

网络演化研究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从网络构成(节点、边)的角度研究网

络形成、衰亡的规律和机制,例如网络同质性机制和传染机制( Powell et al.,
2005)。 二是从概率统计的角度,通过特定结构出现的统计特征研究网络演化的

内生结构性机制,如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研究(Lee & Yang,2023)。 三是从外

生因素角度研究组织外部环境变化对网络结构与特征的影响(Ahuja et al.,
2012);其中,制度变迁影响较大,不仅影响网络关系,还会改变网络中的权力结

构(DiMaggio & Powell,1983;Powell et al.,2005)。
组织间网络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包括资源共享、信息流通、信任规范等,

依赖于一定的制度背景。 制度变迁往往会引发组织网络的断裂和重构(Chen
et al.,2022),进而影响组织绩效。 在制度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厘清制度环境

变化对组织网络断裂的影响机制具有现实必要性(李林倬,2014)。
组织生态理论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会促使组织重新配置网络关系。 网络断

裂是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表现,反映了组织试图通过调整网络结构以保持合法

性,应对新的竞争和资源配置条件(Hannan & Freeman,1977)。 问题在于,现有

研究较少考虑外生制度冲击如何引发网络断裂。 不过,新制度理论和社会网络

理论为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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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理论表明,制度环境变化会对组织施加制度同形的压力,组织会在模

仿、规范或强制性同形机制下调整行为,以适应新制度环境。 企业在面对制度变

化时往往会在合法性压力下模仿同行,或者遵守政府的强制性政策(DiMaggio &
Powell,1983)。 企业网络关系同样也会受到合法性机制的影响 ( Suchman,
1995)。 为应对合法性要求,组织会切断关系,停止与违法、违规或低声誉组织的

合作,或者调整网络结构以符合新规范。 例如,20 世纪 90 年代,公司治理改革

运动要求提高董事独立性、削减董事会规模和兼任数量,这引发了企业连锁关系

断裂,尤其是金融机构的网络核心地位逐渐弱化(Davis & Mizruchi,1999)。 阿加

沃尔(Mayank Aggarwal)等人研究了印度 2013 年有关董事兼任上限的法案出台

前后连锁董事网络结构的变化,发现精英控制力下降但网络断裂程度有限,商业

集团内仍保持较高的连通性(Aggarwal et al.,2020)。
制度变化对网络断裂的影响并非均质的。 组织在执行政策时可能存在偏

差,使得制度要求与实际执行脱耦,即组织为满足合法性要求,采用制度要求的

形式,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未必完全执行正式规则(Meyer & Rowan,1977)。 有

研究指出,即使在同一审计市场中,不同市场定位的企业也会面临不同的制度环

境以及合法性压力,这会使其采取规模差异化策略(Han,1994)。
社会网络理论表明,组织行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网络关系既是经济利益的

联结和资源交换的重要管道,也具有信任和规范维度(Granovetter,1985;马磊,
2014)。 制度环境变化会导致网络脱嵌(disembedding),可能使得某些关系资源

管道变得更加难以获得或者不再合法,也可能导致关系维持的信任成本上升、已
有关系的规范基础变化,进而引发网络断裂。 例如,新监管政策的出台使得企业

构建特定联系的渠道收窄,导致原有的网络关系被切断(Fu & Sun,2024)。 又

如,国家间竞争会导致组织跨国合作关系的价值减弱、风险提高,引发关系断裂

(Lorenzen et al.,2020)。

三、政策背景与假设提出

(一)连锁董事兼任与政策规制

本文以连锁独立董事网络为对象,分析政策变化如何影响网络断裂。 连锁

董事(board interlock directorates)指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公司担任董事会职务的个

体,董事在不同企业的兼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二模(2 - mode)网络,是组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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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最早的研究对象之一(Mizruchi,1996;马磊,2014)。 董事间的连锁关系被视

为阶层凝聚的体现,可以为经济精英提供信息和观点交流的机会,加强精英群体

内部的凝聚力和对资源的掌控(Aggarwal et al.,2020)。 在现代社会,董事结构是

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董事网络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决策,是企业获取资源和信息

的重要管道,并帮助企业维持竞争力(马磊,2016)。
不同于内部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独立董事可在多家公

司兼任。 在 2023 年之前,独立董事一般可兼任五个以内不同公司的董事职务,
凭借兼任优势能够成为企业之间的桥梁。 第二,独立董事可以建立组织间弱连

接。 独立董事并非长时间就职于公司内部,在社会中还担任着其他职务,可以连

接不同性质的组织,如企业和大学,向公司传递异质性信息,并为其提供战略运

营建议或技术咨询(马磊,2014)。 高等院校一直是独立董事的重要来源(李林

倬,2014)。
然而,独立董事制度自建立以来,就面临着责任划分不明确、监管不透明、存

在利益输送等批评。 有学者认为,独立董事这一制度的引入“形同质异” (李林

倬,2014)。 为了治理高校和企业间违法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的问题,教育部针对

高校党政干部兼职独立董事的现象,于 2015 年 11 月出台《通知》,要求高校开展

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情况专项检查工作,并于同年 12 月对某大学两位原领

导干部违规兼职取酬进行了处理和通报。 此政策引发了高校独立董事的辞职

潮。 这一外部信号让不少企业加快了清理高校独立董事的步伐,《通知》发布不

久,超过 300 名来自高校的独立董事离职。① 在此之后,还有相关政策出台。
2023 年 9 月,证监会发布新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要超过三分之一,但独立董事兼任职务的企业数量

上限为 3 家。 这也造成上市公司处于动态的制度化过程中。
董事连锁关系是基于企业治理结构形成的网络,《通知》这一对底层结构进

行规制的政策无疑会引发网络断裂,也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实证背景。

(二)政策冲击、企业所有权性质与网络关系断裂

新制度理论指出,制度环境变化可以通过强制性机制对组织产生趋同性影

响(DiMaggio & Powell,1983)。 这意味着政策对于不同企业连锁关系断裂的影

响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这一理论观点并未充分考虑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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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有权性质在连锁网络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我国公有制为主体

的经济制度中,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关键部门,承担着经济托底和产

业升级的双重职能(赖烽辉、李善民,2023)。 国有企业因高度的制度合法性和

特有的发展逻辑,在战略导向、政企关系、合法性逻辑、资源获取渠道以及社会责

任等方面与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差异(李文贵、余明桂,2012)。 马磊的研究发

现,国有企业更容易缔结连锁关系,其关系形成过程呈现较强的产权同质性,连
锁关系的建立受行政力量影响较大(马磊,2016)。 非国有企业在贷款担保、政
治联系等方面存在不足,更依赖非正式网络获取支持(边燕杰、丘海雄,2000),
连锁董事是其重要的资源和信息管道。

由于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关系动员逻辑和治理逻辑存在差异,制度变

化对它们的网络断裂可能具有不同影响。 新制度理论强调组织行为需要符合

社会规范、价值观的要求,以获得合法性认可(Meyer & Rowan,1977;Suchman,
1995;Zhang et al.,2020)。 组织行为如果与政策法规、社会价值规范相背离,不
仅会使组织合法性受到威胁,更会对其生存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张陈健,
2010)。 《通知》出台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紧密的关系也意味着国有企业面

临较大的政策压力,对于政策执行会更为坚决和彻底。 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

企业受到的政策影响可能更大。
首先,国有企业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国家。 国有企业的主要出资人是国资委,

需要对其负责,受到的政府干预和控制程度更高(吴文锋等,2008)。 正因如此,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设立、经营有较多规制。 国有企业往往同时肩负经济任务和

政治责任,企业战略具有较强的政治导向,相应的经济行为也要受到政府的指引

(李文贵、余明桂,2012)。 如法律规定,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等重大投资决策需

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 因此,在同样的政策规制下,国有企业面临的合法

性压力更高,对政策的响应会更为及时。
其次,国企高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型政府官员”,兼具经济

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身份(王曾等,2014),他们同时面临行政晋升激励和一定的

经济激励。 相关研究发现,国企高管们更注重行政晋升激励(周雪光,2013;王曾

等,2014),对政府政策的贯彻执行也很到位(李文贵、余明桂,2012)。 教育部出

台的前述政策释放出了明确信号,表示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国企高

管对政策的执行需要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因此,《通知》出台后,会有更多国企的高校独立董事离职,这直接减少了组

织连锁关系数量,也会显著改变其网络结构。 关系数量和网络结构一般通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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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和结构洞进行测量(Ahuja et al.,2012)。 中心性强调某一节点的重要程度

和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反映了组织在网络中的位置(Yang et al.,2022)。 高校独

立董事离职会导致组织独立董事网络中心性的下降。 例如,一位高校独立董事

兼任五家公司的职务,这五家公司之间相互联系,当这位独立董事辞职时,这些

公司彼此的连锁关系会因此而出现断裂。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政策冲击发生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连锁网

络中心性降低得更多。
结构洞理论认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能够获得信息和控制优势(Burt

& Opper,2024)。 然而,结构洞的构建通常意味着行动者嵌入性的减弱,长期来

看这种网络结构是不稳定的,这种非冗余非闭合联系在外部冲击下容易丧失韧

性。 结构洞的形成主要受结构限制和网络机会两种力量的推动(Zaheer & Soda,
2009)。 从结构限制角度来看,高校独立董事因为弱连接特性多处于网络中的桥

接位置,形成跨越不同类型企业的非冗余连锁关系,是结构洞形成的关键推动

力。 《通知》会导致高校独立董事离职的公司连锁关系断裂,在个体网结构方

面,这意味着网络由开放转向闭合,导致原有结构洞被封闭,组织结构洞指数随

之下降。 在网络机会方面,国有企业由于有更多的商业机会,更易于配置网络并

占据结构洞位置。 在《通知》的冲击下,地位较高的国有企业连锁关系断裂更

多,这限制了它们建立和维持结构洞的机会。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政策冲击发生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连锁网

络结构洞指标降低得更多。

四、研究数据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旨在分析 2015 年《通知》发布前后独立董事网络的变化。 为此,我们

通过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收集了 2012 年至 2017 年中国 A 股全行业上市公

司的相关数据,如证券代码、注册地址、企业规模等。 经过数据清洗和处理,我们

最终获得了 3764 家公司的 18020 名独立董事的追踪数据。

(二)估计策略与变量选取

本研究将 2015 年《通知》的发布设置为外生冲击,它提供了估计制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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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独立董事网络断裂影响的机会。 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
Difference,简称 DID)进行检验。 DID 方法通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发生

前后特定变量差值的变化来反映政策的冲击效果。 相较于其他回归方法,DID
方法可以控制个体异质性和时间变化因素,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提供较为

准确的估计结果,是应用广泛的因果分析工具(Nunn & Qian,2011)。
为控制网络规模和相关性对变量的影响,我们在因变量方面选择组织个体

网相对点度中心性和限制度作为测量指标。 点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在组

织网络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Ahuja et al.,2012),其作用在于衡量一个节点与其

他节点的联系数量(Yang et al.,2022)。 本研究使用相对点度中心性,以控制组

织网络规模差异的影响。 限制度(constraints)是结构洞测量中较为常用的指标,
主要用于衡量结构洞的丰富程度,即行动者在网络中运用结构洞能力的受限制

程度(Burt & Opper,2024),该值越高,表明组织越不具有结构洞优势。
以国有资本占比是否超过 50%为界限将企业划分为国企和非国企的方式,

无法精确反映政策的差异化影响。 研究设计需要将问题深入到产权结构的层

次,比较国有股份占比不同的企业的表现。 因此,本文使用“企业国有股份占

比”这一变量对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区分,以精确反映企业所有权结构,捕捉到

数据更多的变化。
因为采取了连续的国有资本占比作为国有股权的划分变量,本文采用连续

型 DID 模型进行估计。 该模型能够克服 DID 由于人为主观设定实验组和对照

组而出现的潜在偏差,展现更为丰富的样本特征。 我们通过构建以下模型,分析

政策冲击对不同性质企业的独立董事网络的影响效果。
yit = β0 + β1 × treati × timet + β2 × timet + β3 × treati + δ × Controlit + εit

　 　 其中,被解释变量 yit表示独立董事网络的相对点度中心性和限制度。 核心解

释变量是 treati × timet。 treati 表示企业的国有股份占比,timet 是表示政策出台的

虚拟变量。 当 t≥2015① 时,timet = 1;当 t < 2015 时,timet = 0。 i 和 t 分别表示个

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Controlit是控制变量,参考之前的研究,我们将其设置为:(1)企业基本属性

和财务指标,如企业总资产、员工规模、注册资本、资产负债率等(李林倬,2014;
马磊,2016;Yang et al.,2022)。 (2)董事会指标,如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管
理层薪酬等(Caiazza & Simoni,2019)。 (3)企业的高校独立董事占比,占比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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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政策发生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政策出台当月即产生影响,超 300 名独立董事离职,并且 2015 年的独

立董事网络是基于同年年底的企业年报获取的,因此冲击时间设置为 2015 年。



的企业在政策发生后独立董事可能离职越多。 εit代表误差项。 为了防止变量共

线的可能,本研究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膨胀系数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简称 VIF)的平均值为 3. 11,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问题。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将相对中心性转为绝对中心性,本研

究得出平均每个企业有近 3 个连锁企业,企业最多有 15 组连锁关系。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被解释变量
相对点度中心性 0. 101 0. 078 0. 000 0. 565 17168

限制度 0. 708 0. 270 0. 200 1. 476 14611

解释变量

国有股份占比(% ) 15. 564 22. 353 0. 000 92. 100 13454

企业高校独董占比(% ) 0. 091 0. 058 0. 000 0. 313 17171

企业所在地与北京的距离
(取对数)

6. 620 1. 208 2. 457 8. 128 17117

控制变量

地区高校数(取对数) 4. 675 0. 459 1. 609 5. 124 17397

总资产(取对数) 22. 083 1. 534 14. 942 30. 892 17978

员工规模(取对数) 7. 578 1. 378 1. 609 13. 215 17972

注册资本(取对数) 20. 046 1. 161 12. 613 27. 351 17390

董事会规模(人) 22. 035 5. 566 9. 000 61. 000 17171

股权制衡度 0. 741 0. 632 0. 000 3. 922 13454

管理层薪酬(取对数) 15. 465 0. 764 11. 630 18. 973 17141

资产负债率 0. 445 0. 564 - 0. 195 63. 971 17978

　 　 注:行业类型的描述性统计略。

(二)连续型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表 2 展示了《通知》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的独立董事网络冲击的双重差分

估计结果。 我们分别构建了四个模型:模型 1 和模型 3 为仅加入控制变量的

初步回归模型,模型 2 和模型 4 分别在模型 1 和模型 3 的基础上加入了解释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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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通知》对独立董事连锁网络冲击的连续型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点度中心性 点度中心性 限制度 限制度

政策发生年 × 国有企业
股份占比

- 0. 0003∗∗∗ 0. 0008∗∗∗

政策发生后 - 0. 0202∗∗∗ - 0. 0379∗∗∗

国有股份占比 0. 0003∗ - 0.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 1643∗∗ 　 - 0. 1148∗ 　 1. 3121∗∗∗ 1. 1657∗∗∗

样本量 13434 13434 11501 11501
R2 0. 044 0. 047　 0. 034　 0. 036　

　 　 注:∗P < 0. 05,∗∗P < 0. 01,∗∗∗P < 0. 001。

表 2 的结果显示,在未加入解释变量时,企业的高校独立董事占比、总资产、
注册资本、高管成员规模和股权制衡度等变量对网络变量有显著影响。 当加入

解释变量后,国有股份占比较高的企业在《通知》颁布后的相对点度中心性出现

更大幅度的下降(回归系数 b = - 0. 0003,P < 0. 001),同时其网络限制度上升幅

度也更大(b = 0. 0008,P < 0. 001)。 这表明《通知》的出台对国有企业独立董事

连锁网络断裂产生了更强的影响,国有企业连锁关系断裂得更多,结构洞优势也

有所下降,验证了假设 1 和假设 2。

(三)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定是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要求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因变量在政

策发生前没有显著差异(Nunn & Qian,201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见图 1。 在政

策实施前,点度中心性和限制度的置信区间均包含 0,即不同国有股份占比的企

业在网络结构指标上的变化并无显著差异。 政策发生后估计结果的置信区间不

包含 0,表明制度变化对网络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股份占比的

企业间存在差异。 本文使用的网络指标满足平行趋势要求。

(四)因果机制检验

1. 企业执行政策的程度

制度环境的影响会渗透到组织中,影响组织决策,继而导致其行为改变

(Han,1994)。 我们假设的主要理论机制为:国有企业面临的合法性压力更大,
在面对同样的制度冲击时对制度执行得更为彻底和及时,高校独立董事的数量

和比例降低得更多,导致网络断裂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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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通知》对连锁独立董事网络的冲击

为了更好地验证因果机制,我们使用政策发布后企业的高校独立董事离

职人数和占比两个变量,测量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于制度的执行程度是否存在

差异。 表 3 中列(1)和(2)的结果显示,政策发布后,国企的高校独立董事离职

人数和比例显著高于非国企的高校独立董事离职人数和比例( b = 0. 0141,P <
0. 001;b = 0. 0004,P < 0. 001)。 列(3)至(6)的结果显示,政策发布后,高校独

立董事离职人数、比例与组织中心性呈负相关( b = - 0. 0168,P < 0. 001;b =
- 0. 0740,P < 0. 001),与限制度呈正相关( b = 0. 0519,P < 0. 01;b = 0. 2440,
P < 0. 001),表明独立董事离职引发了网络断裂,组织中心性显著降低,结构洞

优势显著下降。

　 表 3 高校独立董事离职人数、企业性质和独立董事网络位置(政策实施后)

变量
(1) (2) (3) (4) (5) (6)

离职人数 离职比例 点度中心性 限制度 点度中心性 限制度

独董离职人数 - 0. 0168∗∗∗ 0. 0519∗∗

独董离职比例 - 0. 0740∗∗∗ 0. 2440∗∗∗

企业国有
股份占比

0. 0141∗∗∗ 0. 0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4. 3220∗∗∗ - 0. 0707 - 0. 0785∗∗ 1. 4264∗∗∗ - 0. 0774∗∗ 1. 4240∗∗∗

样本量 6754 6754 6752 5926 6751 5925

R2 0. 095　 0. 139　 0. 065　 0. 055　 0. 066　 0. 055　 　

　 　 注:∗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企业的高校独立董事占比

实证结果表明,《通知》出台后,国有股份占比较高的企业在网络中的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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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数量和结构洞位置受到更多影响。 为进一步确认这一因果机制,实证上需

要排除一个重要的替代解释:国有股份占比高的企业受政策冲击更大,是因为它

们拥有更多的高校独立董事(即使我们在原模型中已经控制了高校独立董事占

比)。 换句话说,研究需要排除企业产权构成与高校独立董事数量相关,以明确

政策冲击效果并非由企业的高校独立董事数量决定,而是和其产权性质相关。
为此,我们对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企业高校独董占

比”作为被解释变量,并以“是否国有企业”和“企业国有股份占比”作为解释变

量进行追踪数据固定效应回归。 表 4 中列(1)和(2)的结果显示,不同性质企业

中的高校独立董事占比并没有显著差异(P > 0. 05),从而排除了企业所有权性

质差异会导致企业聘用不同数量的高校独立董事这一可能解释。
其次,为了检验政策发生前后高校独立董事数量是否对企业网络断裂存在

影响,我们以高校独立董事数量占所有董事的比例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划分

变量,采用连续 DID 进行检验。 根据表 4 中的列(3)和(4),我们发现政策实施

对拥有不同高校独立董事占比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P >0. 05)。

　 表 4 企业性质、独立董事占比与独立董事连锁网络冲击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企业高校
独董占比

企业高校
独董占比

点度中心性 限制度

企业国有股份占比 - 0. 0001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参照) - 0. 0024　

政策发生时间点 ×企业高校独董占比 - 0. 0381　 - 0. 02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2244∗∗∗ 0. 2207∗∗∗ - 0. 0797∗∗ 1. 3102∗∗∗

样本量 13436 13196 13434 11501

R2 0. 134　 0. 135　 0. 064　 0. 034　

　 　 注:∗P < 0. 05,∗∗P < 0. 01,∗∗∗P < 0. 001。

(五)空间异质性分析

以上检验证明了制度变化对于企业网络断裂的影响具有体制分割效应。 我

们进一步探索网络断裂的空间异质性,即地区分割效应。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正式政策文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刘河庆、梁玉成,2021)。 中央政策的地方执行过程与地方政府对政策的理

解、治理机制切换、科层制设置、上级政府压力等因素息息相关(向静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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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靠近政策中心的组织往往更深地嵌入在制度变化的信息流中,可能使得

它们对政策变化更为敏感,也面临更大的合法性压力。 而远离政策中心的组织

则较少受到政策变化的直接波及,受到的政策影响更为缓和。
基于上述推论,我们估计了企业总部与政策发布地(北京)的地理距离对

企业独立董事连锁网络断裂效果的影响。 结果显示,在政策实施后,距离北京

越远的国有企业受政策冲击后出现的网络关系断裂效果越弱(三项交互系数

b = 0. 0001,P < 0. 01);而结构洞指标并没有呈现显著的地理位置异质性(如图 2
所示)。

　 　 注:(1)按与北京的距离远近分组。 (2)虚线为 95%置信区间。

图 2　 《通知》对独立董事连锁网络中心性冲击的连续 DID 估计结果示意图

(六)稳健性检验

1. 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网络行动者之间互相依赖,A 企业连锁关系的断裂也意味着其连锁企业 B
的关系断裂,这可能会导致有偏估计以及违背 DID 的稳定个体干预值假设

(Stable Unit Treatment Value Assumption,简称 SUTVA)。 为控制该问题,本文借

鉴安卫华 ( Weihua An) 的研究思路,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 (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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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简称 FGLS)进行检验(An,2023)。 FGLS 能够矫正数

据异方差,并可将网络数据中的节点依赖性纳入模型分析。 检验分析表明,
FGLS 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中心性模型:b = - 0. 0003,P < 0. 001;限
制度模型:b = 0. 0006,P < 0. 001)。①

2. 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

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 ( Temporal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s,简称

TERGM)通过生成大量随机网络构建统计量,能够捕捉节点之间随时间变化的依

赖关系,是研究网络演化的有力工具(Lusher et al.,2013)。 本文通过 TERGM 验证

《通知》出台前后国有股份占比对边连接概率的影响。 模型结果表明,在政策发生

前,国有股份占比对边形成倾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 = 0. 0022,置信区间为

[0. 0008,0. 0035])。 而在政策发生后,国有股份占比对边形成倾向的影响显著为

负(b = -0. 0016,置信区间为[ -0. 0027, -0. 0009]),即国有股份占比越高的企业

越不容易形成连锁关系。 我们基于 TERGM 实证结果进行的元分析表明,政策出台

前后边连接概率的系数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基准模型结果具有稳健性。②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取以下检验方法:③(1)虚构政策发生年进行

估计;(2)采用虚拟变量划分国企与非国企进行 DID 估计;(3)将国有股份占比

分为等宽的 10 个区间,依次赋值进行估计;(4)构建强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5)将点度中心性替换为网页排名指数,将限制度替换为有效规模进行估计;④

(6)使用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进行估计,以排除反向因果效应;(7)为了剔除被

解释变量中可能存在的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对因变量进行 1% 的缩尾处理后

再做回归分析;(8)使用广义线性模型来控制因变量非正态分布的影响;(9)进
行安慰剂检验,随机抽取 300 个企业作为伪实验组进行 500 次模拟;(10)以行动

和结构互动模型为基础设置参数,构建仿真模型(ABM)。
方法(1)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表明基准估计系数确实是由 2015 年出台的政

策导致的。 方法(2)到(8)的估计结果皆与原模型一致,表明了基准模型结果的

稳健性。 方法(9)的模拟估计系数多数集中在零值附近,绝大多数估计的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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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限于篇幅,模型的详细结果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模型的具体设置、详细结果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限于篇幅,具体模型设置和估计结果表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网页排名指数是搜索引擎用来计算网页排名的算法,表示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重要性。 有效规模是

结构洞的测量指标之一,取值越大表示行动者越具有结构洞优势。



都大于 0. 1(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真实估计系数处于尾部分布区间的发生

概率非常小,由此可以排除基准模型受到其他政策或者随机性因素影响的可能。
方法(10)的仿真结果与回归结果一致———当政策颁布后,大部分国企选择断开

与高校独立董事间的网络关系,非国企断开网络关系的情况较少。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变化会造成组织网络断裂,这种影响在所有权和地区

上具有双重异质性,即虽然理论上制度变化应对所有的相关组织造成合法性同

构压力,但实际上组织间网络却因为产权和地区等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断裂情

况。 基于实证发现,我们进一步提炼了制度环境变化影响组织间网络断裂的一

般性理论框架,如图 3 所示。 基于此框架,未来研究可以尝试解释不同情境下制

度变迁如何影响组织间网络的断裂和重构,为组织网络演化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图 3　 制度环境变化对组织网络断裂影响的理论框架

首先,制度变化会导致网络断裂。 制度环境变化会给组织施加压力,促使组

织调整行为以适应新的合法性标准(DiMaggio & Powell,1983;陈宗仕、郑路,
2015)。 在这一过程中,组织间关系也会经历两方面的变化,即关系形成和关系

断裂。 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故事的一面,如李林倬(2014)、马磊(2016)指出制

度对网络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虽然关系形成与断裂具有因果不一致性,但是本

文表明故事的另一面亦成立,即制度环境对网络断裂也具有显著影响。 这一发

现拓展了现有关于组织关系断裂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分析组织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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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或利益冲突导致的关系断裂(如 Zhang & King,2021)。 本文则表明外部政

策冲击也会导致组织间关系在无内部冲突的情况下断裂。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

关注的外部制度变化属于正式制度变化。 实际上,组织在进入新市场或国际化

的过程中也会面临非正式制度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可能导致关系断裂。 当制度

变化时,企业可能面临合法性压力、资源依赖环境改变、嵌入性基础破坏等不同

挑战,为维持合法性和竞争力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具体而言,制度影响行动者的机制可以归纳为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三种

(DiMaggio & Powell,1983)。 虽然本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政策出台导致的强制性

网络断裂机制,即新政策对组织治理模式提出新要求进而引起组织间关系变化,
但在其他情境下,规范性断裂和模仿性断裂也可能发生。 规范性断裂指即使没

有直接政策干预,行业新规范或标准也可能会推动组织调整网络结构而引起组

织间关系断裂,如技术新标准或新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推动组织削减某些已有

关系(Ahmadjian & Robbins,2005)。 模仿性断裂指面对不确定的制度环境时,组
织可能会模仿其他组织的网络策略,例如断开与社会声誉较差组织的合作关系。
我们的实证结论进一步说明,制度变迁导致的网络断裂表现在关系脱嵌和结构

脱嵌两方面:制度冲击不但会减少组织间的连锁关系数量,也会导致组织丢失结

构洞优势,即会同时降低组织的连接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
其次,制度变化对网络断裂的影响具有产权和地区双重异质性。 新制度理

论强调,企业在面临合法性压力时通常会表现出趋同性,即在相似的制度环境

下,不同企业为了维持或获得合法性,会采取相似的策略(DiMaggio & Powell,
1983;Han,1994)。 本研究发现,产权异质性为这一趋同性理论提供了新的维度:面
临制度冲击时,国企和非国企的网络断裂程度并不相同,二者在趋同过程中存在差

异。 具体而言,产权构成不同使得企业具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影响着企业面临的合

法性压力和政策执行力度,继而带来网络断裂情况的差异。 在网络形成方面,已有

研究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马磊,2016),本研究则从网络断裂的角度印证了这一观

点。 通过对国企和非国企的对比分析,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解释制度环境变化对

网络断裂影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揭示制度对网络冲击的不对称性。
本研究也证明制度变化导致的关系断裂数量会随着空间距离递减,呈现明

显的空间差异。 组织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性,地理临近性有助于组织间强关系

的建立,临近性使企业能够更快地共享信息,形成稠密网络,而距离这些企业较

远的企业则可能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 新制度生成也存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现

象,市政改革、政治活动乃至商业规则的执行和普及都与地理空间相关(Str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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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e,1998)。 本研究基于网络断裂视角发现,距离政策中心较近的企业虽然拥

有信息共享和协作的优势,但在制度变化时也面临更高的网络断裂风险,而距离

政策中心较远的企业则呈现一定的网络韧性。
再次,关系形成、断裂和重构相互联系,构成了组织网络演化的完整生命周

期。 当网络断裂时,企业对某些资源的获取途径可能受限,使其需要重构网络以

获取新的资源。 网络形成、断裂和重构的这一过程反映了组织面对制度变化时

会在网络嵌入、脱嵌和再嵌入间不断进行转换。 因此,断裂的关系如何被修复和

重构形成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 例如,“二战”结束 30 年后,因战争而断裂的加

拿大企业的连锁关系有 30% 得到了修复(Ornstein,1984)。 特别是组织与金融

机构断裂的连锁关系更容易被策略性地修复,如组织会与新的金融机构建立联

系(Stearns & Mizruchi,1986)。 对印度的研究也发现,限制董事兼任的法案颁布

后,虽然企业间的连锁关系减少,但其网络层级依然保持稳定(Aggarwal et al.,
2020)。 与此呼应,我们对于政策后续影响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政策对网络断裂

的影响逐渐减弱,政策出台两年后,国企和非国企在独立董事连锁关系数量上的

差异又变得不显著,①即政策冲击效果逐渐退去。 这暗示组织间网络具有一定的

韧性和恢复力,在外部冲击导致组织网络断裂之后,企业为保持组织网络的功能会

对其进行修复。 我们推测,与组织冲突、纠纷导致的关系断裂相比,制度变化导致

的关系断裂更容易得到修复。 至于具体重构机制如何,则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
最后,在理论机制之外,本文想讨论一点因果网络估计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

采用连续 DID 方法及相应的稳健性和因果机制检验,有效捕捉了制度变化对网

络断裂的因果效应。 在对照组设置方面,我们采用连续变量而非简单的分组方

法,保留了更多有效信息,得到更准确的估计结果。 除此以外,为了排除网络相

关性对估计结果的可能影响,我们通过 FGLS 估计、TERGM 等方法进行稳健性

检验。 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有效控制网络依赖性的影响,呈现干净的因果

效应,以更清晰地展现制度环境变化如何影响网络断裂。 在进行复杂制度环境

中网络演化的因果分析时,研究者会面临渐进政策效果、网络依赖性等问题,本
文的应对方式提供了一种可以参考的思路。

本文的研究结论仍存在待完善之处,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深入。 一是分析网络断裂对于企业的影响。 不少研究虽然已经证明网络

连接减少对企业长期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Corbo et al.,2016;Fu &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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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进行了《通知》对连锁独立董事网络关系数量冲击的动态估计,结果显示,在政策发生两年后,回
归系数不显著。 限于篇幅,在此不展示详细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2024),但并未引入网络演化视角分析具体机制。 未来的研究可以参考本文提出

的框架,从关系和结构嵌入的视角出发详细探讨网络断裂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

制,例如研究网络断裂是否会削弱企业的社会资本和资源获取能力。 二是对多

重网络的断裂情况进行分析。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因果网络估计方法,
探索制度变化下多重网络的断裂情况,如比较制度变化对于组织连锁董事网、合
作网、金融网的冲击效果,研究不同网络中是否存在同步或异步断裂。 三是进行

跨国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国家的制度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网络结构,以及不同制度

背景下企业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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